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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代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

破裂前，国民党左、右派系的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上海一地孙中山纪念活动的主题。
1927—1937 年，“大上海计划”取得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事实上与孙中山崇

拜运动的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

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以近代上海为案例研究，可见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

互动的复杂面相。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既可归因于上海

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华界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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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将孙中山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从社会记

忆视角加以阐释的论述，是 20 世纪 90 年代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逐渐兴起的。美国华裔学者

Liping Wang( 汪利平) 针对南京孙中山纪念物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开拓著述之一。① 继之，潘光哲、
陈蕴茜、李恭忠、罗福惠、石川祯浩、田海林、罗国辉等学者加入孙中山记忆史学的研究领域。②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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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修订过程中参考了匿名评审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承蒙导师熊月之、中山大学曹天忠、上海大学严泉，同仁王敏、
池桢、段炼、何方昱、蒋宝麟等人指点，一并表示感谢。

Liping Wang，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Ｒepublican China，Vol. 21，No. 2 ( April
1996) ，pp. 23—63.

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 2005 年版; 李恭忠:《中山陵: 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石川禎浩:《死後の孫文———遺書と紀念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報》第 79 冊，2006
年 9 月; 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史学月刊》2007 年第 4 期; 罗福惠、朱英主

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罗国辉、邵雍:《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广

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3 期; 段春晖:《民国时期孙中山社会记忆的生产路径分析》，《理论观察》2007 年第 5 期。陈蕴茜的一系列

论著阐述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相关问题，如《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 年第 4 期;《空间重组与孙中山

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 年第 1 期;《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
2006 年第 2 期;《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

第 6 期;《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8 期; 《崇拜与记

忆: 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以下简称《崇拜与记忆》) 一书通过考察分析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庆典

仪式和有关空间设施，论述孙中山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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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论著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集中涌现，对孙中山“身后纪念”“形象变迁”“国父构建”等以往语焉

不详，甚至不曾涉及的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改变了以往孙中山研究重“生前”轻“死后”的研究取向。
或许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学界对于上海与孙中山

关系的研究一直乏人问津，较为全面论述过“孙中山与上海”议题的仅有王耿雄、熊月之等少数几

位学者。① 对于孙中山逝世之后孙中山崇拜运动与上海的关系问题，迄今尚无深入研究。虽然，在

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但是，事实上各

地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呈现出很大差异。就上海而言，孙中山生前于上海建设多为理论贡献②; 反而

在其逝世之后，作为一种执政合法性的象征符号，在各派政治遗产争夺者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

之于上海的发展起到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大上

海”建设一般被视为蒋介石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的重要例证。然而，在笔者看来，上海华界的市政

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符

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

层的历史成因。本文试图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探析上海是如何记忆孙中山的，揭

示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

一、孙中山的逝世追悼、周年纪念与党统之争

1925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时，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 5
号行辕逝世，终年 59 岁。孙中山逝世所在地的城市———北京旋即于 3 月至 4 月间举行了隆重的公

祭仪式。“北京公祭仪式是一个系列仪式，包括下半旗、吊唁、移灵、公祭、奉安等，持续进行了 10
余日。该仪式不仅在北京影响巨大，而且因传媒的介入，传播至全国各地。”③公祭结束后，孙中山

灵柩被移至西山碧云寺，又有暂厝仪式。不仅如此，孙中山逝世时所居住的行辕被当作孙中山故

居，被迅速地神圣化。④ 而南京进行的追悼活动又远胜于北京。1929 年，南京举行了可谓是近代中

国规模最为宏大的奉安大典，并修筑了气势恢宏、庄严肃穆的中山陵。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发源

地，成为孙中山纪念物最多的城市之一; 孙中山出生地的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被视作革命起源的圣

地，被进行了精心的神圣化布置，供国人敬谒和缅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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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熊月之:《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7 年第 3 期; 徐涛:

《孙中山与上海》，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孙中山于上海的建设实践不多，主要集中在铁路与金融方面，如创建中国铁路总公司、筹办兴业公司、出任中华银行总董

和参与 上 海 证 券 物 品 交 易 所 创 办 等。影 响 最 大 的 是 他 1918 年、1919 年 间 写 就 的《实 业 计 划》，英 文 名 曰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Project to Assist the Ｒeadjustment of Post—Bellum Industries，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 物质建设》，其中有关于上

海“东方大港”的前瞻性论述。参见徐涛《孙中山的上海观》，《史林》2011 年第 3 期;《孙中山〈建国方略〉撰述历程》，《孙中山宋庆

龄文献与研究》2013 年第 4 辑。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第 89 页。
该处原为明思宗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左都督田弘遇的府邸，府门前曾有崇祯皇帝御赐的铁狮子。继而，刘宗敏、张勇、竹

溪、顾维钧等人曾先后购入此处作为居所。孙中山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在门前悬“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匾。室内分为里外

间，按孙中山生前原样陈设。外间西墙上镶嵌有一长方形汉白玉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

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方悬挂总理遗像，室内悬有总理遗嘱和孙中山致苏联书，并陈列有《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书籍。参见

《铁狮子胡同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梁华平、叶素珍《孙中山先生的足迹》，《湖北文史资料》总第 35 辑，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0—201 页; 田少国《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曾宪林主编《国民革命事典》，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6 年

版，第 809 页。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第 346—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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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至上海之后，“张静江、李徵五、叶惠钧、林焕庭、庞青

城、张昭汉、周佩箴、叶楚伧、邵力子等于下午 2 时在张静江宅会议，即日起至孙宅行礼，即日成立治

丧事务所，每日在环龙路 44 号①办事，并议决今日莫利爱路 29 号孙宅②设立灵位，暂供各界之吊

奠”。③

上海的孙宅，“布置祭堂，中悬总理遗像，旁置花圈、花篮甚多”④，成为孙中山逝世初期上海追

悼活动的中心场所。其中 3 月 13—20 日由社会各界自由吊奠，23 日为国民党党员公祭，24、25 日

正式开吊。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各区党部联席会议决: “各级党部下半旗 1 月，各党员服臂纱及停止宴会 1

月表示哀悼”，“各区党部、各区分部及上海全市党员应各定期举行追悼会”。其中上海女党员追悼

大会于 3 月 20 日举行; 全埠党员追悼大会于 4 月 13 日下午 1 时举行，与会党员达到 6000 余人。⑤

除国民党开展的追悼活动外，学界之全国学生联合会“自得中山先生逝世电后即素食 3 日，以

示哀悼”，并通告“各省学生联合会各在所在地联合各界发起孙公追悼大会，并转知各校同学各在

所在校定期举行孙公追悼大会”。上海单独召开追悼大会的有: 3 月 12 日，上海中学、民国公学; 13
日，华英中学; 16 日，圣约翰大学; 18 日，大夏大学、青年会中学、尚公学校; 19 日，法政大学、同德医

学; 20 日，旅沪安徽公学、东吴法科、惠灵学校; 21 日，中国公学; 22 日，三育大学; 23 日，华东公学、
南大附中、自治学院; 24 日，商科大学; 25 日，民国公学; 26 日，承天中学、浦东中学; 28 日，上海大

学; 29 日，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 4 月 17 日，江苏省教育会。而公团与

市民召开的追悼会有: 3 月 14 日，驻沪苏联领事馆; 22 日，各路商界联合会、崇海工商会; 30 日，南

洋职工会; 4 月 5 日，商务印书馆同人追悼会; 12 日，全市市民追悼大会; 17 日，旅沪香山同乡和闸

北各团体。⑥

然而，上海作为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⑦，孙中山逝世后的反

应却无法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相提并论。上海的各类追悼大会上虽然亦有开辟中山公园、修
筑总理遗像、新开中山路，甚至开办中山大学的言论⑧，但这些倡议终究无一落地，并未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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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上海市南昌路 180 号。此栋建筑与孙中山渊源极深，曾先后作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部、中国国民党本部，此时是国

民党上海执行部。1923 年 10 月，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广州成立。12 月，环龙路 44 号成为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

部。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1924 年 1 月 31 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除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外，派

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 哈尔滨、四川始终未能成立) ，代行中央职权，直接指挥各省省党部。2
月 25 日，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与上海的党务工作，3 月 1 日正式办公。参见任武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政协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0 页; 陆米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史实考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

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 8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0—388 页。
今上海市香山路 7 号，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生前唯一一处不动产。
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哀思录》( 二)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569)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0 年版，

第 239 页。
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哀思录》( 二) ，第 236 页。
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哀思录》( 二) ，第 239—241 页。
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哀思录》( 二) ，第 242—260 页。
参见徐涛《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
《申报》于孙中山逝世后各方反应有连篇累牍的报道，自 1925 年 3 月 14 日起，以《孙中山逝世之哀悼》为题在“本埠新闻”

连发 16 篇报道，记录上海的哀悼情形。具体参见《孙中山逝世之哀悼》( 三) ，《申报》，1925 年 3 月 16 日，第 4 张第 13、14 版;《孙

中山逝世之哀悼》( 四) ，《申报》，1925 年 3 月 17 日，第 4 张第 13、14 版;《孙中山逝世之哀悼》，《申报》，1925 年 3 月 19 日，第 4 张

第 13、14 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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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11 月 23 日，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北

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

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案》等决议案①，史称“西山会议派”。广州国民党中央闻讯后，立即宣布西山会议派“非法”。作为

回应，12 月 14 日，“西山会议派”接管了位于环龙路 44 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②，“共产党人和国

民党左派力量均被挤出”，并另立“中央党部”。③ “西山会议派”虽然掌握了上海党务中枢之环龙

路 44 号，但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力量十分薄弱。获悉上海另立“中央”，上海多个区党部立刻登报启

事:“中国国民党上海党员拥护广州中央党部大会。”④1926 年 1 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决议取消上海

执行部⑤，并在法租界贝勒路( 今黄陂南路) 永裕里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决议“本市拥

护西山会议之各党部令其声明，否则按照纪律，分别处罚”，要求“开除西山会议之领袖林森、邹鲁、
谢持，并分别惩戒其他参与之党员”。⑥ “西山会议派”不甘示弱，2 月 21 日亦成立上海特别市党

部。⑦ 此时，中国不仅存在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亦存在两个特别市党部。
此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系的矛盾不断升级。1926 年 3 月 12 日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

动，因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两派争斗的“最佳战场”。2 月 28 日，“西山会议派”率先以“党

中央”名义发布通告称，3 月 12 日“除表示沉痛哀悼外，更宜积极作大规模之宣传运动”。⑧ 两派皆

坚持不易其名，均成立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筹备处，并选定了同一场所———西门公共体育场举办追

悼活动⑨，其他筹备活动之详情亦皆登报周知。《申报》等上海媒体大多采取中立态度，对双方的消

息均予以刊登。倘若阅报者未读到筹备处地址有别，或对筹办人员政治立场不甚了解，则十分容易

混淆此次周年纪念活动。是时，上海华界地区仍属直系军阀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管辖。
两派为使各自的周年纪念活动能够成功进行，对孙皆有拉拢之举，皆望其下属之淞沪警察厅、淞沪

戒严司令部等能“派警保护”瑏瑠，但孙态度暧昧，一直未有明令。瑏瑡 直至 3 月 12 日午前，孙最终倒向

“西山会议派”，派“大批军警”到西门公共体育场内，阻止左派人士“入场集会”。国民党左派之

“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上海全体市民追悼大会”不得不改定于蓬莱路全国学生总会门前广场

举行。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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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拥护广州中央党部大会启事二》，《申报》，1925 年 12 月 22—24 日，第 1 张第 1 版;《敬告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申报》，1925
年 12 月 25 日，第 1 张第 1 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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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周年纪念会之筹备》，《申报》，1926 年 3 月 8 日，第 4 张第 13 版;《孙公周年纪念会之筹备讯》，《申报》，1926 年 3 月

10 日，第 4 张第 14 版。
《今日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申报》，1926 年 3 月 12 日，第 4 张第 13 版。
《昨日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大会记》，《申报》，1926 年 3 月 13 日，第 4 张第 13 版。



徐 涛 /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 1925—1949)

一年之后，在 1927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上海的国民党左、右派系之

间爆发暴力冲突事件。当日上午 9 时起，社会各界纷纷前往上海孙中山故宅致祭，入门首先是签

名，其次是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然后入园内会场。至 11 时，前往孙中山故宅致奠者已达数百

人，杨杏佛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主席正式宣告开会。社会各界人士先是向孙中山遗像再行三鞠躬

礼，并默哀 3 分钟。其后与会代表，如广州中央党部特派代表陈希豪、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高尔柏、
江苏省党部代表侯绍裘、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王守谦，以及杨杏佛分别发表演说，直至 12 点钟散

会。然而，散会后不久，看似平和的集会却迅速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事实上，前往上海孙中山故宅

致奠的会众多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当他们从孙宅旁门陆续退出，行至距之不远的环龙路 44 号门前

( 此时在该处的国民党右派另有纪念活动) 时，开始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一呼百应，声震遐迩。
就在此时，示威队伍中有数人开始尝试冲入 44 号，而 44 号“铁门已闭，内已有准备，且预雇有高大

汉子 20 余人从事抵御”。左派群众向 44 号院内的数次冲击，皆被门内人以乱棍阻挡。双方拳打脚

踢，局势一时大乱。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迅速派出 16 名巡捕前往维持秩序，见如此情形，以鸣空枪示

警，驱散左派群众。侯绍裘在此次冲突中受伤，被同志转送医院医治，“并有受伤数人，被拘入捕

房，一场武剧，至此告终”。①

对任何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皆是一道难关，国民党也不例外。孙中山

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在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权力斗

争。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的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② 国

民党内部这种左、右派系( 时或称为“新旧派系”③) 之间的争斗，不仅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反映，在更具象征意义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主导权争夺上，亦有充

分反映。④ 可以说，党统之争是 1926 年、1927 年上海孙中山逝世周年、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

二、“大上海”建设中的孙氏印迹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

国民政府，之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统治权。尤其是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华界地区在内，以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

中央权力控制最为牢固的区域。
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的陈果夫等 5 人向中央政治会议第 102 次会议提出《整理上海办

法》21 条。1927 年 6 月 16 日，南京国民政府据以训令上海“即行遵照办理”。该办法第 4 条规定:

“在中央未许党部监督市政府以前，市党部不得干涉市政府下任何机关之政务”，上海地方党政分

治的体制原则得以确立。⑤ 7 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之后十

余年上海华界地区的实权机关。上海特别市的统辖范围，除包括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淞沪商埠督办

公署辖境外，又增加了宝山县属大场、杨行两乡，松江、青浦两县所属七宝乡一部分，松江县莘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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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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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1至6月，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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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和南汇县周浦乡一部分，共计跨境 5 个县，拥有 30 个市乡，占地面积达 494. 69 平方千米。①

这是近代上海辖区的一次大变动，从地理意义而言率先堪称“大上海”。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日，大典礼堂“门前叉悬国旗、党旗，二进高悬白布一修，上书‘博爱精

神’，礼堂正中悬孙总理遗像，上书‘天下为公’四字”; 行礼时，第 3 项为“市长暨全体来宾向国旗及

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第 4 项为“市长读遗嘱”; 蒋介石亲临典礼并训词: “望非普通的上海，将来

经黄市长办理后，不仅成为中国各地之模范，并当依照总理《建国方略》之计划，一一实行之”。首

任市长黄郛在随后的就职演说中列 4 点声明，其中第 1 点即为“市政设施，纯系建设事业。总理毕

生研究，多属建设。当民国七八年( 1918、1919) 之交，总理在沪，闭户草建设方案时，曾对郛言:‘革

命事业，其目的原在建设，破坏特其手段耳。盖不图建设，革命为无意义。’伟哉言乎!”。② 上海特

别市政府发布的市政标语中，第 1 条即是“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设大上海”。③

黄郛在任期间虽然有建设“大上海”的意图，但尚未清晰、系统、公开地提出，即告离任; 继任的

张定璠试图重振该计划，但终因无法筹集到资金，并未有实质性进展; 真正对该计划开始有所推进

的是上海特别市政府第三任市长张群，而取得成就最多的为第四任市长吴铁城; 抗日战争结束后，

上海时任市长吴国桢再次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但战争影响了计划的顺利实施。“大

上海计划”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④，不再赘述，下文仅就 1927—1937 年间假借孙中山之名的建

设活动作一粗略梳理。
( 一) 城市规划的三民主义化

“大上海计划”的三民主义化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建设中最为显著，而所有城市道路中又

以中山路的修筑最为重要。
为应对越界筑路，上海华界地区早有修筑一条自闸北至南市环外国两租界大马路的讨论与筹

措，但一直未能如愿。⑤ 黄郛任市长后，“筑一条环绕租界的道路”成为其市政建设的具体设想之

一。⑥ 1927 年 11 月 4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第 29 次市政会议决议全力开辟这条道路，并将其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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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以示对孙中山的纪念。1928 年 2 月，市工务局确定了道路的走向，并会同市土地局开始

筹办征地、迁坟和开工事宜。① 3 月 26 日，中山路举行开工典礼; 4 月 18 日，正式破土动工; 1929 年

7 月底，路基全部筑成; 1930 年 7 月 12 日，桥梁工程全部告竣，全线通车。② 在中山路开工典礼上，

时任市长张定璠指出修筑中山路有 6 个重要意义: “第一，总理是我们革命的导师，是党国唯一的

领袖。我们建筑中山路是纪念精神不死的总理; 第二，总理生前有大上海的计划，现在上海军事时

期早已过去，应该努力从事建设事业。我们建筑中山路是实现大上海计划建设中最重要的工作; 第

三，总理生前曾主张兵工政策，既可裁兵以减少破坏，又可筑路以从事建设，事半功倍，法良意美。
我们建筑中山路是决定秉承总理政策，利用兵工; 第四，上海南北两市因租界横梗其间，居民商旅往

来常有许多不便，尤其是军事上受种种限制，中山路筑成南北交通，不须假道租界，开上海市交通的

新纪元; 第五，沪西越界筑路至今尚成悬案，我们有路不筑，却被外人侵占，不平等条约尚未取消，更

受条约外的不平等，何等痛心! 中山路自闸北交通路至龙华寺环租界半周筑成，至少可以减少外人

越界筑路的觊觎; 第六，中山路路线自北至南计长 13 公里，约合计 22 华里，现在上海各马路没有这

样的长路线，中山路筑成为上海市空前未有伟大的马路。”③1930 年 5 月起，市政府开始修筑南接中

山路，蜿蜒向东北，经过沙泾港，北接水电路的中山北路，长约 6000 米，但修筑工程进展缓慢。抗战

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将上海中山路辟通连接为环绕中心城区的环路，原先规划的中山北路已经

无法纳入中山环路系统，因此取孙中山的字，更名为逸仙路。
此外，上海特别市在其他几条主要干道的命名上，除翔殷路是沿用旧名外，黄兴路、其美路是纪

念黄兴和陈其美，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

法。而次要道路则是以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为不同区域分界线，以“中、华、民、国、上、
海、市、政、府”为首字组词，分别命名道路，如中原路、华原路、民庆路、国康路、上达路、海通路、市
京路、政通路、府前路等。④

上海特别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导入孙中山符号，从而赋予了这些“基于更实用主义考虑的项

目以合法性”⑤; 而且，这种在市政空间中普遍推行的三民主义化，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场域，使

大众于日常生活中即可接受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教化。
( 二) 总理纪念碑与总理铜像

通过建立孙中山纪念碑和铜像表达崇拜之情，在民国时期相当普及。但与国内其他重要城市

相较，上海的孙中山纪念物却并不多见。在上海最先修筑的可归类为孙中山纪念物的应是位于江

湾地区的“总理纪念碑”。此碑是为纪念奉安大典而建的奉安纪念碑。1929 年，按南京国民政府要

求，凡是孙中山灵榇经过之地都要修筑纪念碑，以期将短暂的奉安仪式保存在永恒的空间之中。虽

然上海并非孙中山灵榇所经区域，但亦有修筑奉安纪念碑的提议。上海江湾民众自发组织“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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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山路具体走向为“闸北交通路起，越沪宁铁路，沿沪杭甬铁道之西北，过太浜、许家宅，跨吴淞江，经梵王宅，过法华港、
林肯路、大西路，经过光华大学前，至何家角，穿虹桥路，经金碧山庄、周家宅、艾家宅，跨蒲肇河，在小闸、周家宅间越铁路，经斜土

路、乔家宅、石汜湾、天钥桥路，达龙华禅寺。计长 13 公里，宽 27 公尺。”见上海特别市工务局编:《上海特别市工务局业务报告》民

国十七年( 1928) 第二三期合刊，1929 年版，第 47—48 页。
《中山路昨行开工典礼》，《申报》，1928 年 3 月 27 日，第 4 张第 14 版;《中山路今日起正式动工》，《申报》，1928 年 4 月 18

日，第 4 张第 14 版;《本市中山路建筑情形》，《申报》，1930 年3 月6 日，第4 张第14 版;《中山路桥梁工程告竣》，《申报》，1930 年7
月 12 日，第 4 张第 15 版。

《盛大之中山路开工典礼》，《申报》，1928 年 3 月 29 日，第 1 张第 19 版。
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编印:《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业务报告》第 2 期，1930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第

53 页。
安克强:《1927—1937 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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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安筹备委员会”，并于 1929 年 5 月 11 日的第 2 次会议上议决完成了总理纪念碑的设计案。① 是

年双十节当日，该碑举行了落成大典并揭幕。其碑身高 3 丈余，周围约占 1 /3 亩的地基，正面镌有

易培基题“景行百代”、谭延闿题“独有千秋”、蔡元培题“俟圣不惑”各文，另一面则为国民党上海

特别市第七区党部常务沈祖 所撰题之特别碑志。为纪念此碑的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还将体育

会路改名为纪念路。②

“大上海计划”有建造中山纪念堂为公众聚会场所的内容。但因经费支绌，建造纪念堂事宜始

终未能提到议事日程，结果仅铸造了一尊总理铜像。
上海的总理铜像原定建于上海北站，后经讨论，改建于市中心区，后又改建于上海市府大楼

前。③ 总理遗像是具有国家象征地位的影像，自然要通过空间定位展示其神圣性。④ 1930 年，上海

另组“各界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取代之前的“上海北站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1933 年 2 月 6
日，该委员会第 8 次会议决定在市政府大楼背后，将来的中山纪念堂前广场，设总理铜像; 并定于 3
月 12 日举行奠基典礼，11 月 12 日举行开幕典礼。王晓籁委员还提议:“市中心区周围环境与北站

悬殊，将来铜像必须增高。”委员会登报向社会公开征求铜像图样，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审定，最

终确定了雕塑家江小鹣的创作方案，具体为“总理在天津摄影之华服遗像”。为使达到适宜高度，

总理铜像另有座基工程，由建筑师董大酉设计，上海褚抡记营造厂打造。⑤ 1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上海举行了“庆祝诞辰及铜像揭幕典礼纪念大会，并举行全市童军第 5 届大检阅大露营，参加观礼

者 6 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最终落成的铜像“系墨绿古铜式像，□□
装服色，长衫马褂，右手持呢帽，左手持手杖，高约 8 尺，面南巍立，凛凛如生，下为石基，四周雕图案

花纹，全部重约 1 吨，并石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上海市各界公建’字样”。⑥

( 三) 中山医院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 1927 年由颜福庆创立的中国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医学院，前身名为

“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⑦ 学校“初成立时，毫无基础，教员人数仅有 4 人，学生人数 22 人，费用仅

4 万元，无自建校舍，以吴淞政治大学为院舍，而政大房屋又于二十一年( 1932) ‘一·二八’之役被

毁，5 年以来局促于海格路( 今华山路) 临时院舍”。⑧ 校舍如此，更遑论教学、实习医院之配置。
中山医院之议创最早可追溯至 1930 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遗志”为名，发起组织“中

山医院筹备会”，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共同任事，广募经费。⑨ 筹备会得到美国

罗氏基金会( Ｒ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支持，以基金会上海劳神父路 ( 今合肥路 ) 基地约 130 余

亩为赠，中山医院始有可能。但该次捐赠附有条件: “即该项捐赠之地，如果变卖，其所收入仅

可充购置院基及医院基金之用，不能移充建筑或其他用途”，而建造医院的费用只能通过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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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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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奉安典礼筹备讯》，上海《民国日报》，1929 年 5 月 12 日，第 2 张第 4 版。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373—374 页; 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宝山县志》，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23 页; 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 7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版，第 606—607 页;《江

湾总理纪念碑落成，明日行落成大典》，《申报》，1929 年 10 月 9 日，第 4 张第 13 版。
《沪总理铜像改设市中心区》，《中央日报》，1933 年 2 月 9 日，第 1 张第 3 版。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第 450 页。
《上海市工务局有关总理铜像文书》( 1930 年 5 月至 1934 年 10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上海市工务局档案，

Q215 /1 /8170。
《昨日总理诞辰举行铜像揭幕典礼》，《申报》，1933 年 11 月 13 日，第 3 张第 9 版。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08 页。
《三大医业盛况( 续昨) 》，《申报》，1937 年 4 月 3 日，第 4 张第 14 版。
《三大医业昨日盛况》，《申报》，1937 年 4 月 2 日，第 4 张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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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筹集。借力于孔祥熙( 时任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董事长) 的推动，“中山医院建筑及设备费

80 万元，皆由各方慨捐，已收捐款现金约 60 万元，团体及个人捐户共 956 户。不敷之数，尚有

20 万元”。①

1935 年春，虽然建造中山医院的全部经费尚未落实到位，但是国立上海医学院还是在枫林桥

购得 40 亩土地开始建设中山医院。是年 6 月建造中山医院的工程正式动工，至次年 12 月竣工落

成。以时任市长吴铁城为首的上海市政府为医院建成提供了院基拆迁、配套修筑市政道路等诸多

便利。② 1937 年 4 月 1 日，中山医院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开幕典礼暨国立上海医学院落成礼，仪式于

下午 2 时举行，典礼秩序: ( 1 ) 唱党歌，( 2 ) 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3 ) 恭读总理遗嘱，

( 4) 主席致词，( 5) 报告两院建筑经过，( 6) 上海市党部代表训话，( 7) 上海市市长训话，( 8) 卫生署

署长训话，( 9) 来宾致词，( 10 ) 宣读祝词，( 11 ) 行揭幕礼 ( 孔宋霭龄女士) ，( 12 ) 摄影，( 13 ) 茶点，

( 14) 参观，( 15) 礼成”。③ 虽然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是借助社会力量而成，但从其开幕典礼的

秩序安排可见，党国体制与总理教化仍是全面渗透其间。
中山医院刚刚落成之时，仅有主楼及“量才堂”各 1 座，建筑面积约 1. 36 万平方米，有病床 450

张( 实际开放为 300 张) ，初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科，大部分医护人员来自上海中国红十字

会第一医院( 今华山医院) 。1937 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中山医院先后改名为第六伤兵医院及

国际第一医院，3 个月内收治伤兵 2 万余人。在上海华界地区沦陷、医院院址被日军盘踞之前，该

院在颜福庆领导下，把全部伤病员和医疗设备转移至上海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1939 年后，医

院部分医护人员迁至云南、重庆等地。④

三、孙中山符号的毁灭、争夺与重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

反复争夺。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期间，战火绵延之处，“大上海计划”建设的市政成果毁于

一旦，孙中山纪念物更是遭受日军刻意的破坏和羞辱。在汪伪政权控制上海之后，与重庆方面对

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始终激烈，这也促成了上海中山公园的最终落地。抗战胜利之后，虽然对

孙中山的“时间纪念”⑤从未停歇，但是孙氏印迹在上海城市空间格局中的规模始终未能恢复到战

前水平。
( 一) 侵华日军对上海孙中山纪念物的蓄意毁灭

孙中山符号地位尊崇，且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在侵华初期，日军在战火波及之处，皆

有蓄意毁坏孙中山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之恶行，妄图消除孙中山的影响，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

意识。⑥ 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孙中山空间纪念建筑，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侵华日军的刻意毁坏，甚至

是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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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医业盛况( 续昨) 》，《申报》，1937 年 4 月 3 日，第 4 张第 14 版。
《上海市工务局关于上海中山医院及中山医院文书》( 1935 年 8 月至 1937 年 2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上海市工

务局档案，Q215 /1 /8358。
《定四月一日中华医学会开年会》，《申报》，1937 年 3 月 22 日，第 3 张第 12 版。
《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会编:《上海卫生 1949—198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05—706 页。
自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出生、逝世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就

职日等一系列的时间纪念，并设置有总理纪念周、植树节、“双十”国庆等节日活动，这使孙中山成为近代“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

的历史人物”。参见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 年第 4 期，第 64 页。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第 5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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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湾的“总理纪念碑”落成不及 4 年，即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炮火损

坏，1934 年经国民党上海市第七区党部重加修理①，淞沪会战期间该碑虽幸免于战事，却最终难

逃“毁碎净尽”的悲惨结局。该碑立于江湾车站旁，1941 年 2 月 17 日，日本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以

其有碍江湾驿站台扩充为由，在未与汪伪一方有任何沟通的情形下，率领所雇佣之华工三四人偷

偷将碑拆毁。汪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得知消息后，未知碑身损坏程度如何，以为还有

抢救移位之可能，立即致函汪伪上海市政府，请求交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随即令伪市警察局局

长卢英调查，方知纪念碑原址早已辟为道路，碑身业已被“友军”拆毁，重装已不可能，“无法制

止”。②

上海总理铜像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特别市市中心区后，占领市

府大厦，一队日本士兵“爬上孙中山总理铜像，揪着孙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狞笑，并将铜像推

倒，运去日本，熔铸枪弹”。③ 1940 年 11 月 20 日，陈公博宣布就任伪上海市长后，为争夺孙中山遗

产，曾有重建被日军毁坏之总理铜像的行动。他组织成立了“重建孙中山先生铜像委员会”，下设

总务组、劝募组、交际组 3 个组，以伍朝柱( 本职秘书) 为委员兼总务组组长、上官树芬( 本职专员)

为委员兼劝募组组长、莫雅德( 本职专员) 为委员兼交际组组长，属下干事、助理干事多名。④ 为筹

措铜像重建资金，陈以市长职权训令市府各局、各区公署及各地方机关团体等“自助捐款”⑤; 不唯

上海一地，捐款自汪伪政府中央文官处、检察院、立法院等机关到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皆有募集。⑥

与此同时，他还请日军“上海特务机关连络部”⑦部长船津辰一郎联系日本政府，争取日方的支持。
日本政府虽然表示同意，许诺无偿提供新建铜像所需铜料 3 吨，但“希望这个委员会，对外要用‘新

建’命名，不要用什么‘重建’字样，以顾全一些体面”。陈公博的重建孙中山先生铜像委员会先后

召开两次筹建会议，但最终因设计、图样、模型及翻砂浇铸等技术问题得不到可靠的解决而被

搁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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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 7 册，第 607 页。
《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总理奉安纪念碑的文件》( 1941 年 2 月 21 日至 4 月 2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日伪上海特

别市政府档案，Ｒ1 /18 /1556。
《倭寇侮辱我上海市中心区总理铜像》( 照片) ，《文摘》1938 年第 16 期; 上海市杨浦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杨浦区志》，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54 页。
《日伪上海特别市新建孙中山先生铜像筹备委员会名单》( 1941 年 5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日伪上海特别市新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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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上海，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将中山公园更名为“新民公园”、中山堂改名为“新民堂”①，故

意损毁南京中山陵②，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对于日本侵略军而言，孙中山铜像既然是中国人民抗

日的精神支柱，那么磨灭孙氏印迹就成为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一种手段。
( 二) 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 以上海中山公园为例

1925 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十余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在抗日

战争时期起到了凝集民族共识、坚定共同信仰的重要作用。1937 年 11 月 12 日为孙中山诞辰 71 周

年纪念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不无骄傲地说: “今年的总理诞辰纪念，是在笼罩全中国的敌人

炮火中举行，三民主义的光辉，正照耀到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深处，民族革命的怒涛已使世界历

史展开了新的一页。”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今日之中国，人

人奉行三民主义。全国人民在蒋委员长指导之下，共同奋斗，抵御外侮，以实现三民主义之崇高理

想”。④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亦将孙中山尊为“国父”⑤，与重庆方面展开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

争夺。
上海建设中山公园的提议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孙中山逝世之时。1925 年 3 月 17 日，陈冰

伯在《申报》呼吁上海各界:“吾人纪念中山之法，莫如于沪滨国土集资开中山公园、立中山遗像、镌
中山遗言、高标三民主义，名其路曰中山路，垂誉后世，永矢弗谖。……惟最要者，园宜建诸华界，即

吾人所谓国土者。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

习。”⑥陈冰伯在闸北建设中山公园的建议“赞同者极多”，皆认为“沪上为中外观瞻、八方荟萃之

区，尤当为中山先生留一绝大纪念，以为瞻仰而资表式”。⑦ 但此后，上海周边地区如青浦、嘉定、川
沙，乃至崇明等处皆有中山公园修筑⑧，上海市内却始终未有一座中山公园落成。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结束了上海的孤岛时期。1942 年 10 月 10 日，英、美两国

分别发表声明，宣称将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所有特权。1943 年 1 月 9 日，日本政

府与汪伪政府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据此，7 月 30 日，法租界“交还”汪

伪政府; 两天后，又举行了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仪式。上海外国租界表面上被汪伪政府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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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山西太原、河南开封、福建厦门等地。参见刘一峰:《北京中山公园沧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1986 年 3 月版，第 124 页; 熊伯履、井鸿钧:《开封市胜迹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3 页; 郑嘉骥:《海子边的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太原文史资料》第 5
辑，1985 年 12 月版，第 156—157 页; 洪卜仁、方红菱:《抗战时期厦门大事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 12 辑( 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 ，1987 年 7 月版，第 125 页。
《日伪时期的中山陵园》，周道纯编:《中山陵园博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9—310 页。
《总理诞辰告市民书》，《申报》，1937 年 11 月 12 日，第 2 张第 8 版。
《九国公约会议明日开幕，我外交部发表宣言》，《申报》，1937 年 11 月 2 日，第 1 张第 3 版。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第 507—508 页。
《孙中山逝世之哀悼》( 四) ，《申报》，1925 年 3 月 17 日，第 4 张第 13、14 版。
《孙中山逝世之哀悼》，《申报》，1925 年 3 月 19 日，第 4 张第 13、14 版等。
青浦中山公园 1927 年更名自“曲水园”，1980 年恢复原名; 嘉定县黄渡镇 1928 年修有中山公园，川沙县川沙镇中山公园

创园时间不详，崇明岛之中山公园于 1929 年辟建，后三园皆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荒废。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绿化管

理局编:《上海名园志》，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3—74 页;《黄渡建筑中山公园》，《申报》，1928 年 5 月 8 日，第 4 张第 15
版;《川沙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川沙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30 页; 周之珂主编:《崇明县志》，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89 年版，第 797 页。上述 4 处当时皆归江苏省管辖。
1958 年，江苏省将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崇明共计 10 县先后划入上海市。参见《上海通

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4 页。前注中青浦、嘉定、川沙、崇
明 4 处中山公园皆在现今上海市辖区之内，容易造成误解，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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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6 月，汪伪政府上海当局表示:“对于界内各公园之建设，认为与市民之正当游乐及健康方

面有莫大之关系，故整顿不遗余力……所有公园名称，以及管理人员，均经适当调整。全市最大之

兆丰公园( 又名 Jessfield Park、极司非而公园) ①，现已更名为中山公园，使游览者随时发生景仰国

父之心，寓教育于游乐，法至美也。”②

中山公园是近代上海原外国租界区域内首处与孙中山纪念相关的公共空间，虽然只是兆丰公

园更名，并无实质改变，但此举却为该处园林赋予了全新的政治意涵，乃是汪伪政权主动争夺孙中

山政治遗产的明确标识。1945 年 6 月 4 日，上海光复前夕，汪伪上海特别市国民党第一区党部甚

至曾有“将本市跑马厅( 今人民广场) 改称为中山纪念厅，以资崇仰”的提案。③

( 三) 上海孙氏印迹的战后重塑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9 月 2 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南京国民政府于次日下令

举国庆祝，上海光复。
上海光复后最先改变的仍是道路名称。1945 年 11 月 28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务局通过媒体

告知公众城市主要道路更名事项，并决定于 12 月 1 日起立刻实行，主要道路更名的原则是: ( 1) 以

中国本部各省及东北 9 省省名为主要路线之名称; ( 2) 全市总路，分成干线数条，而以中正、中山、
林森、和平、建国等为名。目前决定改名者: 计( 1) 霞飞路( 现名‘泰山路’) 改为林森路; ( 2) 辣斐德

路( 现名‘大与路’) 改为复兴路; ( 3) 康悌路( 现名‘长兴路’) 、福履理路( 现名‘南海路’) 、薛华立

路( 现名‘西长兴路’) 合并改为建国路; ( 4 ) 蓝维霭路( 现名‘安徽路’) 、敏体尼荫路( 现名‘宁夏

路’) ，改名西藏南路; ( 5) 静安寺路改为南京西路; ( 6 ) 爱文义路( 现名‘大同路’) 改名北京西路;

( 7) 黄浦路( 现名‘黄浦滩路’) 自外白渡桥直至南黄浦路、里马路止，改为中山路。至于原有之中

山路及南市之和平路，亦将另行改名。④

有关孙中山纪念的重塑活动在上海还有很多，如中山公园园名不变，并加以修缮; 1946 年 11
月，中山医院正式复院; 1946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 80 周年之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上

海孙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此建议并搬出上海孙宅，这也标志着此处空间神圣化的最

终完成。
但是并非所有的重塑活动都是成功的。上海重铸总理铜像的计划即是一例。1945 年 11 月

初，上海“市党部数同志”再有上海重铸总理铜像的提议。时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十分重视此事，并

将南京路外滩定为总理铜像的矗立地点。11 月 12 日上午 11 时，上海“党政军暨各机关法团”在南

京路外滩“合并举行国父诞辰纪念暨国父铜像奠基典礼”，钱大钧作“市长致词”，参加者有陈立夫、
潘公展、沈春晖、郑洞国、李及兰、曹俊、林向欣、杜月笙等，以及各界市民数万人，打下了刻有“国父

孙中山先生铜像奠基典礼”“上海市民敬建，钱大钧敬题”字样的基石。⑤ 而铜像的雕塑、铸造，则

由新组建的“总理铜像筹建委员会”承办。⑥ 然而，此次铸像活动一直颇为“隐秘”，始终未向社会

公众征询意见，甚至未向上海市政府通报情形。1946 年初，已经铸就的总理铜像经由《新闻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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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宁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4 页。
《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申报》，1944 年 6 月 21 日，第 1 张第 2 版。
《一区党部昨代表大会通过提案多件》，《申报》，1945 年 6 月 4 日，第 1 张第 2 版。
《本市主要街道下月将改新名》，《申报》，1945 年 11 月 28 日，第 1 张第 3 版;《本市新路名下月一日实行》，《申报》，1945

年 11 月 29 日，第 1 张第 3 版。
《国父铜像奠基典礼》，上海市通志馆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 1946) ，中华书局 1946 年版，A 第 35—36 页。
《上海市政府有关建造总理铜像文件》(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3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档案，Q1 /

11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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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周知后，引发社会巨大的反对浪潮。其中，以上海市美术界人士如陈绍周、刘旭沧、吴一清等批评

最为激烈。他们纷纷致函市政府，声讨该铜像设计及铸造中的种种低劣错误，称将该铜像“置之国

际观瞻之通衢达道，岂不将贻笑万邦，笑中国无雕刻人才，笑市府人员无审美常识，欲美市容而反以

丑显”。上海市政府亦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新任市长吴国桢训令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调查该事

件，最终决意销毁原铜像，重新拟定塑造计划。① 然而，直至 1949 年 5 月上海获得解放，这尊“计

划”中的总理铜像始终未能站在南京路外滩预留好的那块基石上。
另一失败之举为兴建上海中山纪念堂。1946 年底，上海市政府接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训

令，令上海寻觅一处“适当地点”兴建中山堂，并给出中山堂设备标准:“( 1) 中山堂之建筑应有一礼

堂及小型会议室; ( 2) 中山堂礼堂置国父画像或塑像，内额书‘礼义廉耻’，外额书‘中山堂’; ( 3) 中

山堂经费充裕者，可将国父遗教及十二守则砌石砌于四壁; ( 4) 中山堂范围较大者，可辟专室两处:

一处储当地特产( 包括优良手工艺品等) ，一处储地方文献( 县志风俗志书等) 历代当地贤豪、有功

地方之官民及国民革命与抗战出力将士图像传记; ( 5 ) 中山堂大门之外应辟广场一处，门旁设一

台，备露天大会之用，置体育馆设备为公共运动之用; ( 6) 中山堂必备一标准之时钟及寒暑表，并须

备一大钟，以钟声能传达全区为度，广场之上应立旗杆，并置旗帜等设备; ( 7) 中山堂视其资力设中

山医院、社会服务处，及各种正当娱乐场等; ( 8) 中山堂附近，当因地势之可能植树造林; ( 9) 中山堂

地点应力求适中; ( 10) 中山堂中得酌辟党部办公用房屋，俾协助推进本党事业; ( 11 ) 中山堂之建

筑，应以‘朴实坚固’、‘庄严宏伟’为尚，俾可垂诸久远，令人肃然起敬。”②上海市政府随即令市工

务局拟具兴建计划，并表示如果跑马厅能收回，地点最为适宜，建议将中山堂建于跑马厅中。然而，

上海始终未能建成一座孙中山专属的大型纪念堂，虽然这一次貌似是最为认真的一次尝试，但终究

也未能实现。

余论

对于孙中山的崇拜，既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如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 Sir James Cantlie) 就丝

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之情③，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势力有意为之的结果。任何只强

调一点的历史书写，都不免失于偏颇。
上海对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与同时期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如北京、南京、广州等相比，既有共同

点，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上海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又是身后纪念遗迹相比

较少的城市，这种落差的形成与上海独特的城市个性密切相关。
首先，近代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外国租界相

继建立。此时租界在上海已存时近 100 年，占地约 5 万亩，独立形成了一个城市中心区域。由于受

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一地区既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又不是哪一个列强国家的殖民地，自有

立法、司法、行政系统，俨然两个袖珍共和国。④ 蒋介石掌控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势力亦不能进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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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上海市工务局筹建总理铜像、普希金纪念碑和拆除丧忠塔文书》( 1947 年) ，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上海市工务局档

案，Q215 /1 /3725。
《中山堂建筑计划已交参议会审核》，《申报》，1946 年 11 月 20 日，第 2 张第 6 版。
James Cantlie，C. Sheridan Jones，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 New York，Chicago，Toronto，London and

Edinburgh: Fleming H. Ｒevell Company，1912) ．
上海租界先前共有 3 家，即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1863 年以后英、美租界合并，就变成两家。租界面积在不同时期有所

不同。参见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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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孙中山生前坚持民族主义，视上海外国租界为“次殖民地”①，不时在公开演说中表达欲将收

回租界的政治主张。② 1924 年孙中山途经上海、北上京津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甚至发表文章，吁请工部局拒绝孙氏进入公共租界。孙中山与外国列强这

种主义与利益上的矛盾，决定了上海租界城区在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前，不可能新建任何与孙中山相

关的纪念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时期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扶持下的汪伪政权有心与重

庆方面争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中山公园此时才首次进入原上海租界城区。然而汪伪政权无力根

本扭转日本军国主义既有的宣传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复，原上海租界城区亦处于上海市

政机构管理之下，然而时间太短，所需重塑的头绪太多，且为战争所扰，孙中山纪念相关建设活动并

未大规模开展起来。
其次，上海华界地区的情形相比租界更为复杂。北伐之前，国民党并未掌控上海华界地区，此

时华界的形势与外国租界无异。国民党左、右两派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孙中山逝世一、二周年

纪念活动的主题。以 1927 年 7 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为节点，上海华界地区在建设“大上海”
口号中，次第展开了孙中山纪念的相关建设活动。然而，上海非市政亟须的此类建设仅建成总理纪

念碑、总理铜像，而且皆为民众集资，由社会推动。其他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等大型项目虽然有

多次提案，却最终无一能破土动工。其中原委十分复杂。时人讨论多以“经费所限”为主因。如

1931 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第五区党部曾以浦东地区“尚无公共礼堂之设立，如遇集会

等事殊感不便”为由申请建造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回函同意，但希望由“较大庙宇”改建，且规定改

建经费至多不得超过 5000 元，浦东中山纪念堂最终胎死腹中。③

事实上，“经费所限”仅是表象，究其本质，这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大上海”市政建设中的诸多规划，非上海一地所能决定，皆要“呈报南京政府批准”。④ 上海特别

市成立之时，蒋介石的训词中清晰地定义了上海未来的发展方向: “盖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

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
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⑤在蒋介石眼中，上海只在军事、
经济、交通等问题上占据首要地位，而不具备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训词并未明确指出，但上海城市

的政治功能理所应当为首善之区的南京所取代、所主导。“大上海”建设活动于彼时时局中的政治意

义，根本在“为收回租界”的目标服务，实现途径则是: 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城市，“当比租界内更为

完备，诸如卫生、经济、土地、教育等事业，一切办得极完善。彼时外人对于收回租界自不会有阻碍，而

且亦阻止不了”。⑥ 在经费相对有限的前提下，这一城市定位可以解释为何在“大上海”市中心区建

设过程中，先有市府大厦，继之有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立医院和卫生试验所，甚至航空协会会

所及陈列馆( “飞机楼”) 都在中山纪念堂的建造序列之前。中山纪念堂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

( 责任编辑: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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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85—386 页。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76、319 页。
《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浦东中山纪念堂文书》( 1931 年 5 月至 9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上海市工务局档案，Q215 /

1 /8206。
《呈为决定上海特别市中心区事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政部档案( 一) ，1612。转引自魏枢《“大上海计划”启示

录: 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演进》，第 52 页。
《上海市政府昨日成立盛况》，《申报》，1927 年 7 月 8 日，第 4 张第 13 版。
《上海市政府昨日成立盛况》，《申报》，1927 年 7 月 8 日，第 4 张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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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Wenlan and the Movement of 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Ye Yijun ( 4)………………
Fan Wenlan was known as an extraordinary Marxist historian today． However，when he just turned from a high school

teacher into a university lecturer，and started publishing scholarly works to gain fame in academia，his resear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arxism or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Fan Wenlan，as Huang Kan's disciple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lso Gu Jiegang's close friend and classmate，was influenced by the paradigm promoted by Hu Shi and Liang
Qichao and gradually moved toward the Movement of“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zhengli guogu) ，and how his
early works were regarded by the contemporaries as part of the“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This seldom known case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the Movement of Ｒeorganizing National Traditi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bout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 Case Study on Huang Zunsan，a
Hunanese Living in Beijing Li Zaiquan ( 23)……………………………………………………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 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Ｒecently，scholars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this topic with a
broader horizon，including aspects of culture，local identity and public opinions． Using the diary of Huang Zunsan，a
Hunanese living in Beijing，as major primary sources，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experience of a complicated individua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his opinion on this civil war．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northern people，

Huang Zunsan had mixed feeling toward the southern regime: he had little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Beijing Government，
but he hardly yearned for the southern regime either． The war led Huang to a dilemma，that is，he could not return his
homeland in Hunan nor stay in Beijing to have a decent life，so he was frustrated by worry and fear most of the time． To
Huang，the Nanjing Government was only ruled by the party in name，while it was actually sacrificing the state for the
party． Huang's individu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before and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annot simply be summarized as a zero-sum game and it is not enough to interpret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ith the conception of“the new South”and“the old North．”Moreover，in the wartime when valid information
was highly controlled，modern public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provided both facts and rumors，so individuals tended to
get reliable information from conversation and correspondences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Memorials to Sun Yat-sen in Shanghai ( 1925 －1949) Xu Tao ( 41)…………………………
After Sun Yat-sen's death，the memorials to Sun in Shanghai developed with a unique trajectory． Before the breakup

of the firs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y，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dominated the memorial activities for Sun in Shanghai． In the period between 1927
and 1937，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oject of Greater Shanghai exploited the name of Sun Yat-sen but had only
super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n Yat-sen worship．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with Japan，the representation of
Sun Yat-sen was destroyed and reconstructed as symbol of the power of Japanese domination in Shanghai． Therefore，the
case of Shanghai reveal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Shanghai's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orship of Sun Yat-
sen． Moreover，the relatively few memorials to Sun Yat-sen in Shanghai are due to tw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long-term
configuration of Shanghai in which the city was governed by three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Nanjing Government's plan of the
territor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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